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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过夜滞留诱导室内管道饮用水细菌增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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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室内饮用水管道过夜滞留水水质的恶化问题，开展了系统性研究。6月—8月期

间，每月对室内饮用水管道新鲜水与滞留水水质进行检测，采用流式细胞仪与三磷酸腺苷（ATP）对

细菌数量及生物活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过夜滞留饮用水安全风险加剧，余氯浓度显著下降。6
月、7月、8月滞留水NO2--N浓度范围分别为0~0.006、0~0.009和0~0.012 mg/L。相较于新鲜水，滞留

水 6 月、7 月、8 月 Fe 浓度分别增加 1.33、1.63 和 6.00 倍。经过滞留之后，细菌数和 ATP 浓度显著增

加。滞留水总细菌数分别为 1.41×105、1.23×105和 2.82×105 cells/mL，细菌总 ATP 浓度和胞内 ATP 浓

度分别为7.97×10-12、3.91×10-12、12.80×10-12 g/mL和7.15×10-17、4.74×10-17、4.48×10-17 g/cell。结构方程

模型分析表明，在滞留水和新鲜水中，温度对细菌数量与活性均起到显著正相关作用。滞留之后Fe
对细菌数量的相关性由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而细菌数量对细菌活性的正相关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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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overnight water quality in 

indoor drinking water pipe. From June to August, the monthly testing of fresh and stagnant water in indoor 
drinking water pipe was conducted, and the cell count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of bacteria were analyz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nd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The risk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escalated after 
overnight stagnation. The residual chlorine in drinking water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ollowing stagnation. 
In June, July, and August, the nitrite nitrogen ranged from 0 mg/L to 0.006 mg/L, 0 mg/L to 0.009 mg/L, 
and 0 mg/L to 0.012 mg/L, respectively. In comparison to fresh water, the concentration of Fe in stagnant 
water increased by 1.33 times, 1.63 times and 6.00 times in June, July, and August respectively.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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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nat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cell count and ATP concentration. The total bacterial cell 
counts in stagnant water were 1.41×105 cells/mL, 1.23×105 cells/mL and 2.82×105 cells/mL, respectively. 
The total ATP concentration of bacteria and their intracellular ATP concentration were 7.97×10-12 g/mL, 
3.91×10-12 g/mL, 12.80×10-12 g/mL and 7.15×10-17 g/cell, 4.74×10-17 g/cell, 4.48×10-17 g/cell, 
respectivel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the abundance and activity of bacteria in both stagnant water and fresh water. After 
stagn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 and bacterial cell counts shift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whil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acterial cell counts and bacterial activity was attenuated.

Key words： indoor drinking water pipe;    overnight stagnation;    bacterial proliferation;    
metabolic activity;    structural equation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饮用水安全问题因涉及

到居民健康而备受关注。室内管道作为供水环节

的末端，是居民接触饮用水最重要的环节之一［1］。
针对饮用水管道系统水质安全已有较多研究，包括

消毒副产物的危害、铁的腐蚀和细菌的再生等［2］。
实际上，饮用水中存在庞大而复杂的微生物系

统［1-2］。Ji等人［3］对美国东部 5家自来水公司所安装

的标准化饮用水管道设备进行了研究，检测出 3个

古菌门和 37 个细菌门，并且有典型的机会致病菌

（OPPPs）被检出，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 sp.）、分

支 杆 菌 属（Mycobacterium sp.）以 及 假 单 胞 菌 属

（Pseudomonas sp.）。在实际饮用水管道系统中，军

团菌属、分支杆菌属和假单胞菌属等机会致病菌的

再生会对居民健康产生严重威胁［4］。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管道饮用水中细菌再生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温度、管材、水源

水切换、长距离输水和滞留时间等［5-7］。饮用水在管

道中的滞留是不可避免的，而滞留为细菌再生创造

了条件。Ling等人［5］对由于滞留而导致的饮用水中

微生物聚集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饮用水在起始余

氯浓度为 2. 0 mg/L 的条件下，经过 6 d 滞留后细菌

浓度由起初的 1 000 cells/mL 增加至 7. 8×105 cells/
mL。Zlatanović 等人［6］对滞留时间与温度对饮用水

水质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温度与水体滞留时间均能

对饮用水水质产生显著影响。夜间饮用水在管道

中滞留6~8 h，夏季较高的温度给过夜滞留水中细菌

的再生提供了适宜环境。然而，对夏季室内实际饮

用水管道过夜滞留水体细菌增殖的研究尚不完善。

鉴于此，笔者在夏季 6月—8月采集了室内饮用

水管道中过夜滞留水与新鲜水，通过分析夏季过夜

滞留驱动下管道水体水质与细菌再生的变化特征，

探明水质、细菌数与细菌活性之间的偶联机制，旨

在为饮用水安全防护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地概况及水样的采集

以用户室内管网末端水龙头出水为研究对象，

选取 6个不同的建筑物作为采样点，于 6月—8月每

月采集 1 次样品进行监测。所有采样点饮用水均来

自西安市某自来水厂，水源来自饮用水水源水库。

所选取室内管道均为铸铁管，水龙头采用不锈钢或

铁质并且均以Cl2作为消毒剂。每月 1日进行采样，

具体采样方法如下：采样前一晚封闭水龙头保证水

体滞留 7 h 以上，于第 2 日 06：00 进行采集，缓速打

开水龙头，取 1. 5 L过夜滞留水。随后，将水龙头阀

门开至最大，5 min后（约 45 L）接取 1. 5 L饮用水作

为新鲜水样，该新鲜水即为管道中的日常水［4，6，8］。

将收集好的饮用水样品于 1 h内运往实验室保存于

4 ℃冰箱中。

1. 2　分析项目及方法

水温、pH 采用 pH 仪进行现场测定；总有机碳

（TOC）采用总有机碳分析仪进行检测；水中总余氯

和自由氯采用 N，N-二乙基对苯二胺（DPD）分光光

度法测定；将水样用 1%浓硝酸酸化后，采用原子吸

收光谱仪测定总铁；采用N-（1-萘基）-乙二胺光度

法测定亚硝态氮浓度；采用铬酸钡分光光度法测定

硫酸盐浓度；采用流式细胞技术（FCM）和 SYBR 
Green I染色剂检测总细菌数［9］。采用生物化学发光

仪配合 ATP 试剂检测饮用水中细菌总 ATP 和胞内

ATP［2］。每个样品测定三次，结果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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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结果与讨论

2. 1　温度与pH的变化规律

6 月—8 月采样地室外最高气温的跨度分别为

22~39、24~40、25~37 ℃，最低温度的跨度分别为16~
22、18~25、15~24 ℃。新鲜水和滞留水水体温度的

变化如图 1所示。可知， 6月—8月，新鲜水和滞留

水的水体温度逐渐升高，新鲜水的平均温度分别为

18. 5、20. 6、21. 3 ℃ ，滞留水的平均温度分别为

23. 0、24. 4、29. 3 ℃。3 次取样滞留水与新鲜水的平

均温差分别为 4. 5、3. 8和 8. 0 ℃。过夜滞留后水体

温度显著升高，且 8月温差达到最大。有研究表明，

室 内 管 道 水 体 温 度 与 室 内 温 度 存 在 正 相 关

关系［10-11］。

6 月—8 月滞留水的平均 pH 分别为 7. 60、7. 38
和 7. 32，新鲜水的分别为 7. 63、7. 43和 7. 41。总体

来看，pH 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006）的限值（6. 5~9. 5）。滞留水的 pH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如消毒剂种类和管道材质［7，12］。本研究选

取的采样点是以Cl2为消毒剂的室内铸铁管道系统，

Cl2溶于水产生 HOCl和 HCl，而 HOCl在滞留过程中

会衰减产生OCl-和H+，可导致滞留期间管道饮用水

的 pH 降低［13］。另外，余氯会导致金属管材腐蚀生

成 FeCl2和 Fe（OH）3，FeCl2能够发生水解产生 H+和
Fe（OH）2，同样会造成滞留水的 pH下降［14］。Masters
等人［12］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果，其指出在以氯气为

消毒剂的铁质管道供水系统中，水体 pH 在滞留初

期（1 d）维持稳定状态，随后 pH略有下降，这可能与

其在滞留过程中微生物呼吸作用引起 CO2增加有

关；同时，该研究还指出在以氯胺为消毒剂的 PVC
与铁质管道供水系统中，饮用水的 pH 均随滞留时

间的增加而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在氯胺系统中

硝化作用将氨完全氧化过程中产生酸造成的。然

而，Liu 等人［7］的研究表明，铸铁供水管道中水体滞

留 18 h 后 pH 由 7. 10 增至 8. 08，并指出在流动条件

下，pH虽略有升高，但并不明显。该结论与本研究

结果存在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管道与空气接触发

生吸氧腐蚀，阴极产生 OH-，导致水体 pH 升高［15］。
另外，pH的降低破坏了Fe的稳定性，增加了Fe释放

的风险，pH对机会致病菌和其他细菌的存在水平影

响明显，较低的pH会促进细菌生长［16］。
2. 2　总氯和自由氯的演替规律

6 月—8 月新鲜水和滞留水余氯的变化如图 2
所示。由图 2（a）可知，6月—8月滞留水的自由氯浓

度呈下降趋势，分别为 0. 11、0. 05 和 0. 05 mg/L，而
新鲜水自由氯浓度分别为 0. 24、0. 11和 0. 09 mg/L。
经过一夜滞留后自由氯浓度显著下降。7月和 8月，

部分采样点的滞留水自由氯浓度已经低于《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的限值（0. 05 mg/L）。
因此，滞留所造成的氯衰减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由图 2（b）可知，6月—8月滞留水总余氯浓度分

别为 0. 11、0. 12和 0. 11 mg/L，而新鲜水的总余氯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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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Change of residual chlorine concentration in fresh 
and stagnant water from June to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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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为 0. 27、0. 23 和 0. 23 mg/L。总余氯浓度在

滞留期间显著下降。管道滞留水的平均总余氯浓

度保持在 0. 11~0. 12 mg/L之间，而相较于 6月，新鲜

水在 8月的总余氯浓度降低 14. 81%。有报道指出，

温度、pH、滞留时间和 TOC 都会对氯浓度产生影

响［2，5-6，8，17］。其中，较低的 pH 和较高的温度加快了

管道中氯的衰减速率。在滞留状态下，由于微生物

和有机物的入侵，残余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衰减［17］。
2. 3　其他水质化学参数的变化规律

6月—8月新鲜水和滞留水NO2--N浓度的变化

见图 3。可知，6月—8月新鲜水的NO2--N浓度普遍

低于检测限。6 月，滞留水中仅有 2 个采样点检出

NO2--N，而 7 月和 8 月的滞留水中有 4 个采样点检

测出 NO2--N。6月、7月、8月滞留水中 NO2--N浓度

分别为 0~0. 006、0~0. 009 和 0~0. 012 mg/L。可见，

滞留期间可能存在 NO2--N 的积累，且 NO2--N 的积

累在 6月—8月逐渐增大。余健等人［18］研究了不同

温度条件下管道饮用水滞留 24 h后 NO2--N 浓度的

变化，发现在 30 ℃条件下NO2--N积累最明显，这可

能与水温有关。饮用水在管道滞留期间，部分功能

微生物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为氨氮，并通过硝化细菌

将其转化为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同时释放硝酸盐还

原酶，硝酸盐还原酶可作用于硝酸盐使其还原为亚

硝酸盐，从而促进了亚硝酸盐的积累［19］。亚硝态氮

具有致癌性，并且对新生儿的健康有严重影响。因

此，饮用水管道滞留水体中亚硝态氮的积累需要特

别关注。

6月—8月新鲜水和滞留水 Fe浓度的变化如图

4所示。可知，6月、7月、8月新鲜水中 Fe浓度平均

值分别为 0. 03、0. 08和 0. 03 mg/L，而滞留水的平均

值分别为 0. 07、0. 21和 0. 21 mg/L，滞留后Fe浓度分

别增长了 1. 33、1. 63 和 6. 00 倍。可见，7 月和 8 月

室内管道饮用水滞留前后Fe浓度差异显著。其中，

7 月和 8 月均有 2 个滞留水样的 Fe 浓度超过《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限值（0. 3 mg/L）。
Fe在饮用水中的存在形式包括金属 Fe、Fe（OH）3胶
体、Fe2+和 Fe3+。Yang等［20］研究表明，Fe浓度增加会

引发饮用水体锈味的产生和色度的加剧。另外，饮

用水管道中铁细菌会在高Fe浓度下大量繁殖，使水

体更加浑浊。Fe 在管道中的稳定性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包括 Cl-、SO42-、溶解性有机物（DOM）和

pH［7］。其中，低 pH 及高浓度 Cl-和 SO42-会破坏饮用

水管道中 Fe 的稳定，而 DOM 可以将 Fe（OH）3胶体

还原为可溶的Fe2+。为了进一步探究滞留期间Fe释
放的影响因素，对SO42-与TOC浓度进行检测。

6 月、7 月、8 月新鲜水的 SO42-平均浓度分别为

13. 69、13. 76、10. 04 mg/L，滞留水的分别为 14. 44、
15. 09、11. 59 mg/L。相较于新鲜水，7月和 8月滞留

水的 SO42-浓度显著升高。饮用水中的硫酸盐大多

来自于原水，只有少量来自于水处理药剂。Zhang
等人［8］发现，饮用水管道中存在 Acetobacteraceae、
Hyphomicrobiaceae 和 Rhodobacteraceae，这些细菌在

有氧条件下可以将硫化物氧化为硫酸盐。SO42-是
促进铁释放的重要影响因素。孙慧芳等人［21］发现，

当 SO42-浓度>50 mg/L 时，SO42-可以促进 Fe 的释放。

而在本研究中，滞留状态下低浓度的 SO42-也有可能

会促进饮用水管道中 Fe 的释放。SO42-可以作为硫

酸盐还原菌的营养物质，通过还原作用生成的 S2-与
金属阳极产生的Fe2+结合生成FeS沉淀，从而促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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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nant water from June to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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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腐蚀。

6 月—8 月新鲜水和滞留水 TOC 浓度的变化如

图 5所示。可知，6月、7月、8月新鲜水的 TOC 平均

浓度分别为 1. 41、1. 99和 2. 51 mg/L，滞留水的分别

为 1. 31、1. 91和 2. 41 mg/L，TOC浓度在滞留后略有

下降但差异不显著。新鲜水和滞留水的 TOC 浓度

在 6 月—8 月均呈升高趋势，这可能是由于 6 月—8
月水源水库稳定的水动力条件及充足的营养盐为

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适宜的光照条件和

水温的升高促进了藻类大量繁殖，在此期间水厂经

过混凝和消毒处理后，藻源有机物从破碎的藻细胞

内释放到水体中，致使水体 TOC 浓度升高，并作为

消毒副产物（DBPs）的前体物增加了饮用水安全风

险。另外，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受到有机物浓度和种

类的影响［22］。据报道［23］，饮用水系统中生物可同化

有机碳（AOC）占TOC的0. 1%~8. 5%，AOC为细菌的

再生提供营养物质。伴随着夏季高温和长时间的

滞留，水体中易出现有害病原菌的繁殖［6］。同时，有

机物的存在增加了控制细菌所需的游离氯量。综

上所述，对于夏季高TOC浓度条件下的饮用水安全

应予以高度重视。

2. 4　总细菌数和细菌活性的变化规律

室内饮用水管道新鲜水和滞留水中总细菌数

的变化如图 6 所示。可知，6 月、7 月、8 月新鲜水中

平均总细菌数分别为 0. 91×105、0. 68×105 和 1. 21×
105 cells/mL，而滞留水体中平均总细菌数分别为

1. 41×105、1. 23×105 和 2. 82×105 cells/mL，滞留之后

总细菌数分别增长了 55%、81% 和 1. 33 倍。可见，

夏季过夜滞留后各采样点总细菌数均显著增加。8
月滞留前后总细菌数最高，滞留之后细菌增长倍数

也随着时间推移在 8月达到最高，表明夏季室内饮

用水管道水体在滞留之后细菌大量再生，这与

Zlatanović等人［6］的研究结果一致。另外，使用期限

较长的管道中会形成生物膜和沉积物积累，生物膜

和沉积物中附着了大量微生物，滞留期间这些微生

物向饮用水中释放也会造成滞留水中细菌数的增

加［24］。有研究表明，机会致病菌数量与细菌数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滞留诱发的细菌增殖明显增大了饮

用水水质的安全风险［10］。

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一个采样点的总细菌数与

其他采样点差异显著，6月、7月、8月其新鲜水中的

平均总细菌数分别为 1. 97×105、1. 94×105 和 3. 04×
105 cells/mL，滞留水的分别为 3. 02×105、2. 80×105和
4. 54×105 cells/mL，这可能是由于该采样点的供水

方式属于二次供水。有研究表明［25］，二次供水具有

滞留时间长、残余氯低的特点，极易造成金属的浸

出和沉积物的积累，其微生物安全风险高于集中供

水，且二次供水系统中微生物的再生潜力在夏季更

明显。

6月—8月新鲜水和滞留水中ATP的变化如图 7
所示。由图 7（a）可知，6月、7月、8月新鲜水中平均

总 ATP 浓度分别为 3. 67×10-12、1. 19×10-12 和 4. 96×
10-12 g/mL，而滞留水的分别为7. 97×10-12、3. 91×10-12

和 12. 80×10-12 g/mL，滞留之后各采样点细菌总ATP
浓度均显著增加，且 8 月总 ATP 浓度显著高于 6 月

和 7月。由图 7（b）可知，6月、7月、8月新鲜水中平

均胞内 ATP 浓度分别为 4. 25×10-17、2. 35×10-17 和
2. 62×10-17 g/cell，而滞留水的分别为 7. 15×10-17、
4. 74×10-17 和 4. 48×10-17 g/cell，分别增长 68%、1. 02
倍和 71%。细菌胞内 ATP 的增加说明细菌代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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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6月—8月新鲜水和滞留水TOC浓度的变化

Fig.5　Change of TOC concentration in fresh and stagnant 
water from June to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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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细菌繁殖能力增强。6 月—8 月新鲜水中细菌

胞内ATP浓度差异不显著（P>0. 05），可能是由于在

该温度范围内细菌处于较稳定的状态。而滞留后

总ATP浓度和胞内ATP浓度均显著升高，这主要是

由于总细菌数的增加导致的。Ahmad 等人［26］证实

了细菌数与温度具有正相关关系，较高的温度在诱

导细菌增殖的同时也会刺激细菌 ATP 的增加。

Zlatanović等人［6］发现，夏季新鲜水总ATP浓度为 5×
10-12 g/mL，滞留 96 h 后细菌总 ATP 浓度增长了 2 
倍。可见，夏季过夜滞留会造成室内管道饮用水中

细菌活性增强。

2. 5　管道饮用水水质与生物量的相关性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将多个模块联合起来以

实现对多元关系进行建模的统计模型。结构方程

模型通常被用于解析环境因子、细菌数、细菌种群

结构、细菌活性、碳源代谢能力和基因丰度等多因

子的直接与间接关系［8］。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滞留

水和新鲜水水质与生物量的相关性进行讨论，将其

划分为 5 个模块，分别为温度、金属（Fe）、环境因子

（总氯、余氯、NO2--N、SO42-和 TOC）、细菌活性（总

ATP 和胞内 ATP）和细菌数，结果如图 8 所示（线宽

表示路径系数的大小；红色线表示正相关，黑色线

表示负相关；*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
示 P<0. 001）。温度在滞留水和新鲜水环境中同为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新鲜水中，温度对细菌数

（路径系数=0. 44）和细菌活性（路径系数=0. 169）均

有正向影响，而在滞留水中温度对细菌数（路径系

数=0. 994）和细菌活性（路径系数=0. 823）的影响更

强烈。在新鲜水与滞留水中，温度对其他环境因子

都呈现较强的负相关，这是因为较高的温度促进了

氯的消散，同时也通过促进细菌增殖间接导致 TOC
衰减。另外，金属的影响在新鲜水和滞留水中存在

差异。在新鲜水中，金属浓度与细菌数（路径系数=
-0. 161）呈负相关，而经过滞留之后，金属浓度的增

加促进了细菌数量的增加（路径系数=0. 339）。

有趣的是，在新鲜水中细菌数对细胞活性的相

关作用最大（路径系数=0. 838），而经过滞留之后细

菌数对细菌活性的相关性反而降低（路径系数=
0. 455），这可能是由于滞留期间高核酸细胞在室内

管道环境中大量再生［2，6，27］。流式细胞技术基于细

胞荧光特性（FL1）和侧散射光（SSC）的不同可以将

细胞分成高核酸（HNA）细胞和低核酸（LNA）细胞。

Wang 等人［28］的研究结果表明，HNA 细胞的胞内

ATP 浓度为 15. 5×10-17 g/cell，而 LNA 细胞的胞内

ATP为1. 2×10-17~3. 2×10-17 g/cell。
Zlatanović 等人［6］揭示了 HNA 细菌群落的变化

a. 新鲜水结构方程模型

细菌活性金属

环境因子 细菌数

温度 -0.161

0.169

-0.073

-0.700***

R2=0.21
0.09

-0.174

0.383*

0.44***

0.838***
R2=0.16

R2=0.13

R2=0.30

路径系数0.20.61.0

细菌活性金属

环境因子 细菌数

温度 0.339*

0.823*

0.021

-0.734***

R2=0.21
0.09

0.706*

0.69*

0.994***

0.455*
R2=0.16

R2=0.24

R2=0.27

路径系数0.20.61.0

b. 滞留水结构方程模型

图8　6月—8月新鲜水和滞留水中水质参数结构方程模型

Fig.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in fresh and stagnant water from June to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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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6月—8月新鲜水和滞留水中ATP的变化

Fig.7　Change of ATP in fresh and stagnant water from 
June to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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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菌数目的增加可能是夏季实验滞留样品中ATP
浓度升高的原因之一。而Liu等人［29］的研究同样指

出，当 ATP 浓度大于 3×10-12 g/mL 时，总细胞数与

ATP浓度存在相关性，而HNA细菌数量的增加可能

与水体 ATP 浓度增加有关。饮用水在管网系统的

输送和滞留过程中HNA细胞数和HNA占总细胞数

的比例均增大，进而引起细菌平均胞内ATP浓度的

增加［2，27］。胞内ATP浓度和总细菌数共同作用于总

ATP 浓度，这可能造成了滞留之后总细菌数对 ATP
浓度的贡献下降。

3 结论结论

①    夏季过夜滞留显著提高了室内管道饮用

水的水温，并造成了水质恶化。经过一夜滞留之

后，自由氯与总氯浓度显著下降。滞留期间部分采

样点存在 NO2--N 积累。相较于新鲜水，滞留水 6
月、7 月、8 月 Fe 浓度分别增加 1. 33、1. 63 和 6. 00 
倍，其中 8月份变化最为显著。新鲜水的 TOC 浓度

在 6 月—8 月逐渐增加，但在滞留后各月 TOC 浓度

均下降。

②    夏季室内管道饮用水总细菌数在滞留之

后显著增加，6 月—8 月分别增加了 55%、81% 和

1. 33 倍，其中二次供水采样点滞留水体中总细菌数

高于集中供水采样点，分别为 3. 02×105、2. 80×105、
4. 54×105 cells/mL，二次供水在滞留后诱发的微生

物风险高于集中供水；细菌总 ATP浓度和胞内 ATP
浓度在滞留后也显著增加，夏季过夜滞留会造成室

内管道饮用水中细菌活性的增强。

③    温度是对整体环境影响最大的因子，温度

的升高促进了氯的衰减并加速了TOC的消耗，同时

在滞留水体中与细菌数和细菌活性具有显著正相

关关系；新鲜水体中细菌数对细菌活性有正相关作

用，但是滞留之后相关性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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